
经济学家 发展战略研究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吴华英 □刘霞辉 □苏志庆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
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修正的份额变化分析法基于修正的份额变化分析法

引 言
长期以来，基于要素再配置所引致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

理论与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劳动要素跨部门配置效率的提升。那么，中

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呢？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阶段，该结构变迁又是否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此时，致力于加速结构变迁的政策

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及

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这对政府科学判断经济增长质量高低、指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推动新时代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研究与长期以来探索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息息相关。理论上，当要素从生产效率较

低或生产率增长速度较慢的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高或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的部门时将促进经济增

长。钱纳里等对多个国家的发展数据分析指出，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而不同，因为不同发展阶段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同[1]。Duarte and Restuccia的研

究进一步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迁先表现为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效

率较高的制造业部门，后从生产效率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从而结构变

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2]。在长期增长过程中，前者表现为结构性加速，后者

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指产出在数量上的增长，也包含产出在种类上的丰富。已有关于产业结构

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量的层面，本文则试图将其扩展到质的层面。研究指

出，产业结构变迁是由技术进步和产品种类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二者所驱动的结构变迁对经

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及效应不同。研究方法方面，在考虑就业率变动的基础上对传统份额变化

分析法进行修正，这不仅能够更准确地从量的层面测算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还能在一定程

度上从质的层面上揭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的产业结构变迁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2015年之后的结构变迁却不利于经济增长

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结构变迁；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创新；份额变化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1）07—007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良性互动研究”（19CJL034）
作者简介：吴华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霞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

师；苏志庆（通讯作者），福建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 73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1.07.008



经济学家 2021·7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ECONOMIST

表现为结构性减速[3]。现有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多数认同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具

体研究结论并不相同且存在较大差异。樊胜根等借助产出弹性法的研究结论表明结构变动率对经济增

长率的贡献仅为17%，远远小于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度[4]。刘伟、张辉采用份额变化分析法的研究却表明，

1978—1998年，中国的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高于50%。但1998年以后，结构变迁效应

不断降低，其贡献度逐渐低于技术进步贡献度[5]。干春晖、郑若谷采用份额变化分析法，研究结论表明

中国1978—2007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产业部门内部，虽然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都经历较大的

结构变动，但前者具有“结构红利”，而后者存在“结构负利”[6]。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产业结构变迁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工业化阶段的“结构

红利”；但随着中国劳动要素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则出现了“结构性减速”[7]。然而，刘志彪、凌永辉却

指出，近年来中国虽然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加剧，但整体上还处于“结构性加速”阶段[8]。

现有关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及增长质量影响的研究尚不充分且充满争议，尤其是结构变迁与经

济增长质量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尚未得到有力论证。虽然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试图构建计量模型回归分析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9-13]，但研究缺乏对结构变迁与

经济增长质量内生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经济增长质量是数量和质量的集中体现；从结构变迁的角度

来看，前者是相同的投入带来更多的产出，后者是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以及同等条件下创造出更

多的产品种类。因此，要探讨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既要从数量层面上探讨结构变迁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应从质量层面上考察结构变迁是否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伴随着产品种类

的多样化。其中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在数量层面上的影响效应已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刻画。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8][14]，这

能够从平均意义上揭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但却无法识别这种影响效应的基本来

源。另一种是采用份额变化分析法，直接将要素的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的贡献和结构变迁的贡

献[5-6]。与前者不同的是，该方法不仅能够测量一段时期内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而且还能

够量化部门生产要素再分配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然而，已有研究并没有关注，由于结构变动而导致的

劳动要素低效率配置或失业等结构不优问题。理论上在一个持续高失业的经济体中，劳动要素的再配

置对劳动生产率并不会产生重要影响[15]。即已有分解只能在客观上揭示要素的跨部门再配置效率的变

化，而无法判断这种变化的好坏，进而无法用于分析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事实上，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要素低效率配置或失业问题，正是经济增长质量不优的表现，是由驱

动因素不同所导致的。结构变迁是由旧产品技术革新和开发新产品两类创新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16]。

其中，旧产品技术革新的结果是狭义的技术进步①，即相同的投入会带来更多产出，但产出内容不变；而

开发新产品创新会使产出内容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产品种类的增加。在产品种类不变的前提下，技术

进步所驱动的结构变迁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倒U”型的影响；即前期表现为结构性加速，后期则会出现结

构性减速。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对于任何一个产品部门而言，随着其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该部门

终将进入产能相对过剩的发展阶段；这会使得劳动要素被迫配置到低效率的部门或失业，从而不利于

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开发新产品创新总是会为经济系统注入新需求，它所引致的结构变迁对经济

增长质量总是具有促进效应。由此可见，识别结构变迁背后的驱动因素是研究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

量影响的重点所在。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首先分析不同因素驱动下的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然后充

分考虑结构变迁过程中就业率的变动，对传统份额变化分析法进行适当修正。最后运用修正的份额变

①若无特殊说明，本研究中的技术进步都是指狭义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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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分解，以分析不同时期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

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79—2014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

的提升；但2015年之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却不利于增长质量的提升，其主要原因是产能不足的产

品部门发展缓慢。

本研究在如下几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指出结构变迁的两个基本驱动力，从而能够对结构变迁对

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正负做出有效解释。二是对传统份额变化分析法做了适当修正，使其分解结果能

够更准确地衡量劳动转移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三是修正后的份额变化分析法能够用于分析结构变

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识别这种影响背后的原因。

一、不同因素驱动下的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不仅表现为相同的投入创造更多的产出，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

和同等条件下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产品种类。前者是由旧产品技术革新带来的，即导致量的增加；后者则

是开发新产品创新的结果，即导致质的改善。旧产品技术革新的内涵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技术进步

一样[17-19]。开发新产品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在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到了较完整的刻画[20-25]。这

两类创新活动对结构变迁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并不相同：旧产品技术革新会对

经济系统产生直接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通过提高劳动在部门内部的生产效率而产生增长效应；间

接效应是通过引起劳动在部门间流动，改变劳动在部门间的配置效率而产生结构变迁效应。前者显然

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后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却是不确定的。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当一个产业

部门相对于需求的供给能力处于不足的发展阶段时，该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会吸引更多劳动流入，从

而提升劳动在部门间的配置效率，即产生正的结构变迁效应并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反之，当一个

产业部门相对于需求的供给能力处于过剩的发展阶段时，该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则会加剧本部门相对

供给能力的过剩而被迫导致劳动要素的低效率配置，甚至释放出部分劳动要素，从而产生负的结构变

迁效应并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开发新产品创新并不会直接产生增长效应，但它会增加产能不

足的产品部门，进而扩大整个产业部门所面临的需求饱和临界值而引起结构变迁，并由此产生结构变

迁效应；该效应总是能够为技术水平的

持续进步扩展空间，从而总体上有利于

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16]。

图1对上述机制做了说明，其基本

逻辑为：在劳动市场上，产能不足的产

品部门发生技术进步，以及新产品部门

的出现都会增加对劳动的需求；而产能

过剩的产品部门发生技术进步则会因

加剧产能过剩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如

果劳动市场上因需求增加而导致就业

率上升，则意味着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

会吸纳大量劳动；其中一部分是从产能

过剩的产品部门释放出来的，另一部分

则是从原本失业的劳动力中转移过来

的。该情形表明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技 图1 两类创新活动对劳动市场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开发新产
品创新

新产品部门
的出现

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产能不足的
产品部门

劳动需求
增加：ΔΙ

产品种类增加速度足够快或
产能不足的部门技术进步足够快

总就业数量
增加

总就业数量
减少

产品种类增加速度太慢或
产能不足的部门技术进步太慢

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技术进步

达到临界值
之前

技
术
进
步

产能过剩的
产品部门

产能不足的
产品部门

技术进步

劳动需求
减少：ΔⅡ

ΔΙ > ΔⅡ

ΔⅡ> ΔΙ

达
到
临
界
值
之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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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提升足够快，或者产品种类增加的速度足够高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相反，如果劳动市场上

因需求减少而导致就业率下降，则意味着从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析出的劳动数量，大于产能不足的产

品部门吸纳的劳动数量；即前者只有一部分流入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另一部分则变成失业。该情形表

明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技术水平提升太慢，或者产品种类增加的速度不够快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

升。换言之，不同因素驱动下的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集中表现为就业率的变化，因为后

者反映了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技术提升以及产品种类增加速度的快慢。由此导致的劳动转移不仅包括

劳动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还包括新增就业或者失业增加，即劳动在“就业部门”和“失业部门”之间

的转移。

综上所述，在实践中判断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效应的关键在于识别结构变迁背后的

驱动因素，这可以通过份额变化分析法中的两个转移效应以及就业率的变动加以识别。但传统份额变

化分析法存在如下两个不足：一是，该分解没有直接体现就业率的变动，从而无法直接用于判断不同因

素驱动下的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二是，该方法中由部门就业份额变动所引起的结构

变迁效应并不能充分反映上述劳动转移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基于此，下文将对传统份额变化分析

法进行适当修正以克服上述两个不足。

二、对份额变化分析法的适当修正及其经济学含义
（一）传统份额变化分析法及其简评

份额变化分析法最早由Fabricant[26]提出，它的基本思路是将生产率增长分解为结构变迁的贡献

和产业部门内部增长的贡献，前者又分为要素的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27-28]，传统分解如下：

记 t 期的总劳动生产效率为 yt ，第 i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份额分别为 yi,t和si,t；则：

yt =∑i
yi,tsi,t （1）

记 t 期到 t + 1期的差分算子为 Δ，则由（1）式可得：

Δy
yt

=∑
i
é

ë
êê

ù

û
úú

si,tΔyi,t
yt

+ yi,tΔsi,t
yt

+ Δyi,tΔsi,t
yt

（2）

（2）式中第一项∑
i

si,tΔyi,t
yt

称为产业部门内部增长效应，即各产业部门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引起

的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第二项∑
i

yi,tΔsi,t
yt

称为结构变迁的静态转移效应，即劳动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

再配置引起的总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当它为正时说明劳动从生产效率较低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高部

门，反之劳动则发生逆向流动。第三项∑
i

Δyi,tΔsi,t
yt

称为结构变迁的动态转移效应，即各产业部门内部劳

动生产率变化和劳动要素再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劳动从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流向生产率增长较

快的部门时，总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该效应为正；反之，总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该效应为负。

由此可见，份额变化分析法是一种纯技术的核算方法，它能够用于测算本研究所关注的劳动转移

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但如果部门就业份额变动有一部分是由总就业数量变动带来的，那么传统分

解的结构变迁效应会高估或低估劳动转移对总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下文将对此进行适当修正。

（二）就业效应与修正的份额变化分析法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就业率的变动会影响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妨称之为结构变迁的就业效应。

为此，本节内容将对（2）式进一步分解。将第 i部门的就业份额重新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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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t =
Li,t Nt
Lt Nt

= li, t
lt

（3）

其中，Nt 为 t 期经济系统中人口总数量，li, t 为第 i部门的人均就业数量，lt 为人均总就业数量。由

（3）式可得：

Δsi,t = si,t + 1 - si,t = ( )ei,t - et
( )1 + et

∙si,t （4）

ei,t = li, t + 1 - li, t
li, t

= 1
( )1 + nt

æ

è
çç

ö

ø
÷÷

ΔLiLi,t
- nt （5）

et = lt + 1 - lt
lt

= 1
( )1 + nt

æ
è
ç

ö
ø
÷

ΔLLt
- nt （6）

其中，nt 为 t 期经济系统总人口数量增长率。（5）式表明，ei,t 为 t 期第 i部门人均就业数量增长率，

即部门就业数量相对总人口数量的增长率。（6）式表明，et为t期经济系统人均总就业数量增长率，即总

就业数量相对总人口数量的增长率。由（1）式和（4）式可得：

Δy
yt

= 11 + et
∑

i

Δyi,t∙si,t
yt

+ 11 + et
∑

i

yi,t∙( )si,t∙ei,t
yt

+ 11 + et
∑

i

Δyi,t∙( )si,t∙ei,t
yt

- et1 + et
∑

i

yi,t∙si,t
yt

（7）

其中，si, t∙ei, t 为第 i部门人均就业数量变动对人均总就业数量变动的贡献，由（4）式可知：

∑
i
si,t∙ei,t = et （8）

（7）式中第四项 - et1 + et
∑

i

yi,t∙si,t
yt

为结构变迁的就业效应，即结构变迁中总就业数量变化对总劳动

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当结构变迁的结果使就业数量减少时该效应为正。这主要是因为各部门都服从边

际产出递减规律，从而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就业数量的减少反而会使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反之，

当结构变迁的结果使就业数量增加时该效应为负。（7）式第一至三项分别为增长效应、静态转移效应和

动态转移效应，它们的含义与（2）式相同。

（7）式与（2）式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将就业效应从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分解出来，能够更准确地衡

量结构变迁的两个转移效应，进而更准确地刻画劳动转移过程。对比（7）式与（2）式可知：当总就业增长

率与人口增长率相等，即 et = 0时，就业效应为零；此时两种分解的结果完全相同。当总就业增长率大于

（或小于）人口增长率，即 et > 0（或 et < 0）时，（2）式将低估（或高估）结构变迁的两个转移效应。

（三）修正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的经济学含义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发生技术进步会产生劳动吸纳效应，

而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发生技术进步则会产生劳动析出效应。当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技术进步率较快

时，劳动要素必然从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流向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的部门。这在结构变迁过程中会

产生正的动态转移效应。当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技术进步率较快时，劳动要素会发生逆向流动。这在结

构变迁过程中表现出负的动态转移效应。结合（7）式的分解结果容易得到如下几个推论：

推论1：若两个转移效应均为正，则说明整个经济系统总体上产能相对不足，就业效应通常为负。

该情形下，劳动总是流向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总就业随着各产品部门技术水平的提升而增加，

即就业效应为负。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正的静态转移效应和正的动态转移效应可

能会产生正的就业效应。这是因为转型过程中，大量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的产品部门在市场竞争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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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量劳动，使得经济系统总就业量趋于减少。但该情形仍然是在经济系统总体处于产能相对不足的

状态下发生的，此时正的就业效应依然是经济朝高质量方向发展的正常表现。

推论2：若静态转移效应为负且动态转移效应为正，则说明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速

度比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更快。当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份额足够大时，就业效应为负，当产能过剩的产

品部门份额足够大时，就业效应为正。

若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份额足够大，则这类产品部门增加的就业足够大，使得经济系统人均总就

业数量增加，即产生负的就业效应。若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份额足够大，则尽管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劳

动生产率增长比较缓慢，但它依然会释放出足够多的劳动，使得经济系统人均总就业数量减少，即产生

正的就业效应。

推论3：若静态转移效应为正且动态转移效应为负，则说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品部门受到了

需求冲击。当需求冲击较小时，就业效应为负，当需求冲击较大时，就业效应为正。

正的静态转移效应表明，劳动从生产效率较低的产品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部门。负的动

态转移效应表明，劳动从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品部门流向增长较慢的产品部门。劳动生产效率增长快

的部门发生劳动净流出只有一个原因，即该产品部门产能相对过剩。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发生产

能过剩更大的可能性是其市场需求受到了冲击。

推论4：若静态转移效应为负且动态转移效应也为负，则说明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

速度比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更快。当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份额足够大时，就业效应为负，当产能过剩的

产品部门份额足够大时，就业效应为正。

负的静态转移效应表明，劳动从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低的产品部门。负的动

态转移效应表明，劳动从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品部门流向增长较慢的产品部门。这说明，产能过剩的产

品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增长较快，其结果是加剧了产能相对过剩，并释放出大量劳动。此时，若经济系

统中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份额足够大，则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能够吸纳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释放出的

劳动，并使人均就业数量增加，即就业效应为负。若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份额不足，则就业效应为正。

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四个推论，就业效应能够集中反映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

应。它与两个转移效应的不同组合是判断产业结构变迁背后驱动因素的重要依据。本节内容采用

1978—2019年国家统计局相关年度数据，在三次产业的层面上运用（7）式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变化进行量化分析。关于数据处理的两点说明如下：其一，在样本数据中，1989年和1990年总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率出现显著异常；这可能是非经济因素导致的，故本节内容的统计分析报告中去除这两个年

份的数据。其二，本研究将劳动生产率定义为每个工人的年实际增加值。其中，实际增加值是利用增加

值指数（1978=100）调整后的年度实际增加值，就业数量为年末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表1汇报了总劳

动生产率增长的四个来源构成。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持续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1979—2019年

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值为8.63%，就业效应年平均值为-0.35%；其中两个转移效应对总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贡献率为24.56%。这说明，中国经济长期实现了快速增长，并且人均总就业数量随着经济的增

长而提升。总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产业内部的增长效应。1978—2019年产业内部增长效

应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2.55%；并且除了1980年、1981年、1984年和1986年四个年份

外，其它年份增长效应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都高于结构变迁的静态转移效应。上述四个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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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静态转移效应之所

以会显著大于增长效

应主要是因为改革开

放前累积了大量被低

效率配置的劳动要素，

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劳

动要素再配置效率得

以迅速提升。

按就业效应的符

号，中国产业结构变迁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

响效应可分为四个阶

段，并且不同阶段结构

变迁所反映出的经济

发展状态不尽相同。

1979—1988 年，就业

效应为负，两个转移效

应均为正。根据推论1

可知，该时期整个经济

系统总体处于产能相

对不足的发展状态，从

而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在于提升各产业部门

的供给能力。虽然这一

时期总劳动生产率增

长 率 平 均 值 仅 为

6.97%，比全样本对应

年平均值的8.63%低1.66个百分点。但其产业间转移效应年平均值为3.73%，远高于全样本对应年平均

值的1.93%，而就业效应年平均值为-1.60%，远低于全样本对应年平均值的-0.35%。这说明该时期劳动

要素在产业间的再配置效率得以大幅提升，进而说明三次产业结构在发展中不断得到优化。

1991—1995年，就业效应为正，且两个转移效应均为正。根据推论1，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

应同时为正时通常会增加人均就业数量，这里就业效应之所以为正，可能是因为该时期是经济市场化

改革的快速推进期，许多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的产品部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从而释放出大量

劳动，并最终使得人均总就业数量减少。从数据上看，这一时期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值为

12.23%，比全样本对应年平均值高出3.6个百分点。其中81.60%的增长贡献来自于产业内部的增长效

应，而就业效应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仅为1.27%。可见，该时期整个经济系统的产能依然是相对

不足的，此时技术进步所驱动的结构变迁持续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1996—2004年，就业效应为负，两个转移效应平均而言为正，但不同年份两个转移效应的符号不尽

相同。具体而言：1996—1997年和2003—2004年这两个时期与1979—1988年完全一致；1998年的动态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增长

效应

71.89

46.23

37.63

97.38

75.90

50.38

68.79

55.59

80.39

86.43

93.63

85.90

74.27

78.40

75.78

73.36

89.19

103.26

116.58

110.47

104.74

121.1

静态转

移效应

45.62

97.82

159.98

39.17

36.12

69.66

45.93

61.99

30.99

26.99

4.44

11.77

22.62

19.63

22.23

27.97

12.78

0.52

-11.60

-6.69

-0.73

-17.71

动态转

移效应

1.39

3.57

0.80

1.49

2.11

1.36

4.41

2.01

2.54

2.24

0.26

1.30

2.02

0.82

0.58

1.50

1.06

-0.11

-1.28

-1.13

-0.09

-3.25

就业

效应

-18.90

-47.62

-98.41

-38.04

-14.13

-21.39

-19.13

-19.60

-13.93

-15.67

1.67

1.03

1.08

1.16

1.41

-2.83

-3.03

-3.68

-3.70

-2.66

-3.92

-0.21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979-1988

1991-1995

1996-2004

2005-2019

1979-2019

增长

效应

87.67

60.96

60.87

64.44

69.43

82.66

76.90

76.77

72.06

73.28

84.47

87.51

104.12

107.84

112.33

107.53

93.17

67.06

81.60

96.38

84.89

82.55

静态转

移效应

11.51

38.40

36.38

32.56

27.91

14.28

20.22

20.42

25.62

23.91

14.43

10.63

-6.56

-12.78

-17.85

-13.08

-0.85

61.43

16.14

6.05

11.68

23.71

动态转

移效应

1.03

1.96

2.10

2.33

2.23

1.09

1.42

1.77

1.65

1.21

-0.70

-0.45

-1.28

-1.20

-1.94

-1.43

-0.23

2.19

1.00

-0.03

0.44

0.85

就业

效应

-0.21

-1.32

0.65

0.67

0.42

1.97

1.47

1.04

0.68

1.60

1.81

2.32

3.73

6.14

7.47

6.98

7.91

-30.68

1.27

-2.40

2.99

-7.11

表1 1979—2019年不同效应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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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效应为负，根据推论3可知，这可能是因为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出口部

门产生了不利的需求冲击。但分解结果表明，该年份负的动态转移效应仅导致总劳动生产率下降0.01

个百分点，即当年受到需求的负向冲击较小，总体上不影响经济向好发展。1999—2002年，两个转移效

应均为负值，根据推论4，经济系统中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份额足够大，以至于能够充分吸纳产能过剩

的产品部门所释放出的劳动。从数据上看，该时期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值为8.31%，接近全样本

对应年平均值，且96.84%是由产业部门内部增长效应带来的。由此可见，该时期经济总体仍然表现为产

能相对不足，各产业部门快速技术进步所驱动的结构变迁推动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2005—2019年，就业效应为正，但两个转移效应按时间顺序出现三种截然不同的组合。2005—2012

年，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均为正，其结果基本与1991—1995年一致。2013—2014年的两个转

移效应均为负。根据推论3可知，这可能是因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

出口需求造成了重大不利冲击。这一冲击之所以会在2013年才得以体现，主要是因为当年中国政府出

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延缓了这一需求冲击的爆发。2015—2019年，两个转移效应均为负。根据推论4可

知，经济系统中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份额足够大，以至于大量劳动被析出，并最终导致人均总就业数量

的减少。从数据上看，该时期的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其增长率年平均值仅为6.36%，比全样

本对应年平均值低2.27%。其中由两个转移效应带来的负向贡献占了11.44%。这说明该时期经济系统

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的现象，此时技术进步所驱动的结构变迁导致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下降。

综上所述，1979—2014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总体上持续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2015

年以来整个经济系统出现了产能全面过剩的现象，该时期的技术进步所驱动的结构变迁导致了经济增

长质量的持续下降。

四、总结与启示
本研究在理论上分析了不同因素驱动下的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修正的份

额变化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理论分析结

果表明：新产品部门的出现以及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发生技术进步是导致要素市场需求增加的力量。

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发生技术进步则是导致要素市场需求减少的力量。当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份额足

够大时，结构变迁的结果将表现为就业率的上升；当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份额足够大时，结构变迁的结

果将表现为就业率的下降。换言之，产品种类增加以及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发生技术进步所驱动的结

构变迁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而产能过剩的产品部门发生技术进步所驱动的结构变迁则会导致

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由此可见，在实践中判断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关键在于识别结

构变迁背后的驱动因素，这可以通过份额变化分析法中的两个转移效应以及就业率的变动加以识别。

但份额变化分析法的传统分解没有直接体现就业率的变动。并且当就业率变动时，传统分解得到的结

构变迁效应总是倾向于高估或低估本研究所关注的劳动转移对总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基于此，本研究

在充分考虑就业率变动的基础上，对传统份额变化分析法进行适当修正以克服上述两个问题。使其能

够用于研究不同因素驱动下的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就业效应的符号是判

断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核心指标：当就业效应为负时，表明结构变迁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

的提升；当就业效应为正时，表明结构变迁导致了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两个转移效应和就业效应的不

同组合是判断各时期结构变迁背后驱动因素的重要依据。从而修正后的分解能够用于识别结构变迁影

响经济增长质量高低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并指出各不同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在实证研

究层面，修正后的分解能够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基本原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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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较合理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份额变化分析法的应用价值。实证结果表明，1979—2019年间，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转移效应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4.56%，就业效应为负，即产

业结构变迁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自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产能全面过剩的现

象，该时期的结构变迁导致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下降，这主要是产能不足的产品部门发展缓慢的结果。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只有从结构变

迁背后的驱动因素入手，才能找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尽管许多实

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结构变迁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却不能简单地以此为依据而得出

存在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变迁的人为干预空间。因为如果人为推进产业结构变迁，那将会扭曲要素在部

门间的配置，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技术进步和产品种类增加是结构变迁

的基本驱动力，二者所引致的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结果不尽相同。只有从这两个驱动因

素入手，并结合发展的基本现实，才能找到各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所在。

第二，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在于开发新产品创新。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自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表现出了产能全面过剩的现象。尽管短期内可以通过挖掘国内和国际市

场的需求潜力来缓解产能过剩问题，但技术水平的提升速度终将会快于市场需求的扩张速度，并因此

再次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从而技术进步所驱动的结构变迁无法持续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从长期

来看，只有开发新产品创新活动使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才能为经济系统注入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进而

从根本上解决产能全面过剩的问题。

第三，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是新时代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各产业部门间的平衡发展和

充分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素能够在各部门间自由流动。然而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三次产业间劳动

生产效率的差异长期存在，尤其是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长期较大。劳动本身具有很强

的趋利性，如果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会长期存在，则说明劳动跨部门流动存在障碍。这主要包括制

度性障碍和技能性障碍。前者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才能破除，后者则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现实有针

对性地开展职业教育才能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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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the Modified Shift-share Method

Wu Hua-ying, Liu Xia-hui, Su Zhi-qing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not only refers to the growth of output in quantity, but also includes the richness
of output in variety.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mainly
focuses on the quantitative level, and we attempt to expand it to the qualitative level.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increase of product varieties,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the structural change driven by the two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re⁃
search methods, the existing shift-share method is modified on the basis of considering the change of employment rate, which
can not only more accurately measure the growth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from the quantitative level, but also reveal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qualitative level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re⁃
sults show that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has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re⁃
form and opening up, but the structural change after 2015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Structural Change; Economic Grow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novation;the Shift-shar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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